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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
*
 

 

刘浦江  

 

【提   要】隋唐时代的正统论与南北朝的历史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晋

南北朝以来的南北正闰之争，给后人留下了一道难题：北朝正统论堪称隋唐时代的

主流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念，但因无法解释清楚其正统源头而受到人们质疑；南朝正

统论虽然在士人阶层中仍具有很大影响力，但显然不可能为隋唐政权所接受。为了

解决南北正闰之争的分歧，隋唐士人曾提出多种正统体系，成为重新检讨北朝正统

论的思想资源。其中由王通、王勃祖孙先后提出的隋、唐径承汉统说，在武后和玄

宗时期甚至不止一次地被付诸政治实践。直至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起来以后，传

统的北朝正统论才被彻底颠覆。宋元明清以降，南北正闰之争的余波犹未止息，但

其旨趣已然转向，这个话题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成为历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方

式。  

    【关键词】南北朝   隋唐   正统论   华夷观念  

 

正统问题是困扰中国人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

观念，历来深受史家关注。秦汉以后，五德终始说成为历代王朝阐释其政

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顾颉刚先生的长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

史》第一次全面揭示了五运说给秦汉政治史带来的深刻影响。 1
 魏晋南北

朝时代，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以及异族的入主中原，对旧有的华夷秩序和正

统观念造成巨大冲击，近年何德章、川本芳昭、罗新等人围绕着十六国北

朝的正统德运之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2
 宋代的儒学复兴使延续千余年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学视野中的正统论：以华夷观念为中心”（项目

号：12BZS09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收入《古史辨》第5册，404—617页，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
 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川本芳昭：《五

胡十六国·北朝時代における「正统」王朝について》，《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

第25号，1997年1月；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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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宣告终结， 1
 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正

统之辨成为士大夫最热衷的话题。对于宋代以降的正统观念，陈芳明、陈

学霖、刘复生以及笔者从各个方面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2
 但迄今

为止，有关隋唐时代正统论下的历史观念，似乎尚未进入历史学家的学术

视野。说到隋唐时代的正统论，自然与南北朝的历史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按照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隋唐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当来自于北

朝，然而这种主张在当时和后世都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为了解决南北正

闰之争的分歧，士大夫们曾提出多种正统体系，成为重新检讨北朝正统论

的思想资源，有的设想甚至被付诸政治实践。直至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

起来以后，传统的北朝正统论才被彻底颠覆。但在此后有关正统问题的讨

论中，南北朝正闰之辨依然是一个被人们反复提及的话题，它为历史学家

提供了一份思想史的分析样本。  

 

一、北朝正统论之成立  

 

隋唐帝国的出现，结束了“正朔不一，将三百年”的分裂局面。3
 如

何裁判南北朝的正闰纷争，如何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隋唐政治家

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隋唐时代主流的正统论可称为“北朝正统论”，这

是由周隋禅代、隋唐相承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  

隋朝建国之初，就明确了继承北朝法统的政治立场。杨坚禅代之际，

与崔仲方、高颎等人“议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晋为金行，后魏为水，

周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4
 开皇元年（581）六月癸未，“诏以

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朝会之服，旗帜牺牲，

                                                 

1
 参见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
 陈芳明：《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

一》，《食货月刊》复刊1卷8期，1971年11月。Hok-lam Chan（陈学霖），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1115～1234)，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4。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

义》，载氏著《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刘复生：《宋代“火运”

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刘浦江：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正统论

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3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6册，1706页。  

4
 《隋书》卷六○《崔仲方传》，第5册，1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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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令尚赤”。1
 杨氏代周而立，政权来路不正，很容易让人质疑它的合法性，

为了餍服人心，杨坚称帝后竭力树立隋朝正统。《隋书·礼仪志》曰：“初，

帝既受周禅，恐黎元未惬，多说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进者，不可胜计。”

开皇间，王劭屡屡上书言符命，缕述隋室火德承周木德之瑞应，又“采民

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

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2
 两《唐书》著录有许善心《皇隋瑞文》十

四卷，大约也是类似的应时之作。又据《隋书·许善心传》说，炀帝“尝

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问鬼神之事，敕善心与崔祖濬撰《灵异记》十卷”。

总之，隋朝国家意识形态始终是将隋王朝的正统性建立在继承北朝法统的

基础之上的。  

李唐王朝代隋而兴，按照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应是以土承火。关于唐

初德运的确立，两《唐书》缺载，仅见于《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

德元年（618）五月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推五运为土德，

色尚黄”。3
 两天之后，高祖发布了这样一道诏书：  

 

上天回眷，授历朕躬，隋氏顺时，逊其宝位。敬承休命，敢不对

扬，永作我宾，宜开土宇。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为酅公，行隋正朔，

车旗服色，一依旧章，仍立周后介国公，共为二王后。 4
 

 

新王朝建立后，奉前朝后裔为二王、三恪以示尊崇，是周代以来的古典。

惟二王、三恪之本义，向有不同解释，一说“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后为

三恪”，一说“二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为三恪”，隋唐以后皆取后一

说。5
 高祖奉周、隋子孙为二王后，是唐王朝正式承认北朝法统的标志。

                                                 

1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第1册，15页。  

2
 《隋书》卷六九《王劭传》，第6册，1608页。  

3
 《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运历门详述历朝德运，惟独不见唐朝德运之经纬，仅有

一小注云：“臣（王）钦若等言：唐初事阙。”可见宋初修《册府元龟》时已经看

不到有关唐初确定德运的记载，《通鉴》当另有所据。  

4
 《唐会要》卷二四“二王三恪”，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上册，539页。

高祖于武德元年五月二十日称帝，此诏发布于五月二十二日。  

5
 《通典》卷七四礼典三四宾礼一“三恪二王后”，中华书局，1988年，第2册，2029

页。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二五宾礼六“三恪二王后”条辨析甚为详确：“（三

恪二王）后之说者各不同，有以二王之前复立三恪，并三与二为五代者，郑康成、

刘熹、崔灵恩之说也；有以二王之前止立一代，二王即在三恪之内者，杜预、魏收、

杜佑之说也。汉魏以前多主郑说，唐宋以后多主杜解。”按三恪之“恪”，吴大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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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时，又增封北魏后裔，连同先前所封周、隋二王后，是为三恪。天宝

七载（748）五月十三日制曰：  

 

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周备礼文，既存三恪之位；汉

从损益，惟立二王之后。自兹以降，且复因循，将广继绝之恩，式弘

复古之道。宜于后魏子孙中择拣灼然相承者一人，封为韩公，准酅、

介公例，立为三恪。 1
 

 

次年七月，“封后魏孝文十代孙元伯明为韩国公，以备三恪”。2
 据《周书·武

帝纪》，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始封魏广平公子元谦为韩国公，“以绍

魏后”。隋氏代周后，其子孙袭封如故。唐朝前期，仅封二王之后，未备

三恪之礼，故元氏子孙不再继续袭封韩国公之号。玄宗诏封元魏后人为韩

国公，系袭周隋旧制，元伯明即元谦六世孙。3
 此事的政治文化意义在于，

它意味着唐朝将其所继承的北朝法统上溯到了北魏。  

唐王朝坚持北朝正统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令狐德棻曾经对高祖说过

一番很坦诚的话：“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指高祖

祖、父李虎和李昞）功业，并在周时……”4
 这便是北朝正统论的原始动

机。对于出自关陇集团的李唐皇室来说，继承周隋法统是不可动摇的政治

立场，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  

作为唐初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北朝正统论，在李延寿的《南》、《北》

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何德章先生将李延寿尊北抑南的《春秋》笔法归纳

为三条：第一，南朝、东魏、北齐帝纪必系北魏（西魏）、周、隋年号；

第二，北魏（西魏）、北周皇帝卒，《南史》书为“崩”，而南朝、东魏、

北齐皇帝卒，《北史》书为“殂”；第三，北魏（西魏）、周、隋对南朝、

东魏、北齐用兵称为“讨”、为“伐”，反之则为“侵”、为“略”。 5
 很明

显，在《南》、《北》史的义例和书法中，贯穿着以北魏（西魏）、周、隋

为主角的北朝正统论。王鸣盛认为，李延寿之尊北抑南，乃因其“先人世

                                                                                                                                            

《说文古籀补》之十据《周愙鼎》认为“愙（恪）”乃“客”之异文，三恪即三客，

谓以客礼优待前朝子孙也。  

1
 《唐会要》卷二四“二王三恪”，上册，540页。  

2
 《通典》卷七四礼典三四宾礼一“三恪二王后”，第2册，2029页。  

3
 见《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1册，

3401页。  

4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8册，2597页。 

5
 何德章：《〈南〉、〈北〉史之正统观》，《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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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臣，故其言如此”。 1
 钱大昕对这种解释颇不以为然：  

 

唐高祖受禅于隋，隋又受于周，周又受于魏。且唐之先世仕于西

魏及周，居八柱国之一，故唐初史臣大率偏袒北朝。但各为一书，读

者犹或未喻，延寿并而为一，则词意轩轾判然矣。若云以世为北臣之

故，则延寿之曾大父晓、大父仲举皆仕于齐，故国之思，当在邺都，……

而纪中书法仍右周而左齐。盖延寿为唐臣，故以唐所承为正，非因先

世仕北之故也。2
 

 

钱大昕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南》、《北》史尊北抑南的书法，并非仅代

表作者李延寿的个人立场，而是唐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  

如果说北朝正统论在唐初代表着一种政治立场，后来它则逐渐衍生为

一种史学观念，这种史学观念对隋唐直至北宋前期的历史著作产生了比较

广泛的影响。皇甫湜对此深有感触，他在讨论东晋、北魏正闰问题时，曾

谈到唐人史书的倾向性：“往之著书者有帝元（指元魏），今之为录者皆闰

晋。”3
 皇甫湜是中晚唐人，根据他的说法，坚持北朝正统是唐人史书在处

理南北朝关系时所采取的普遍原则。甚至连释氏史书中也能看到这种倾向

性，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就对南北朝的正闰纷争表明了他的态度：  

 

世袭乱离，魏晋更霸，各陈正朔，互指伪朝。……仍自诸代国史，

昌言我是彼非，斯则一是一非，一政一虐，都难惬当，谁敢筹之？故

北魏以江表为岛夷，南晋以河内为獯鬻。周承魏运，魏接晋基，余则

偏王，无所依据。而宋、齐、梁、陈之日，自有司存，国亡帝落，遂

即从诸笔削，可不然乎？ 4
 

 

饶宗颐先生试图从道宣的家世去解释他主张北朝正统的倾向，因谓“道宣

                                                 

1
 见《十七史商榷》卷五四“北为正”条，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上海文瑞楼本，1987

年，上册，页5a。  

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二《答问九》“诸史”，吕友仁点校《潜研堂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95页。这段话是由下述问题引起的：“李延寿《南》、

《北》史，本纪多尊北而轻南。……说者谓延寿先世为北臣，故其言如此，信乎？”

此处虽未明指“说者”之名氏，但显然是针对王鸣盛而发。  

3
 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唐文粹》卷三四，《四部丛刊》本。  

4
 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后周宇文氏传译佛经录”序，《大正藏》第55册，

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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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于陈为显宦，彼以南人仕北，或有所忌讳”云云。1
 这一看法恐怕还值

得斟酌。据《大唐内典录》卷首题记，此书撰于高宗麟德元年（664），时

过境迁之后，此时南北正闰之辨已经不再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生为唐

人的道宣似乎不应该存有什么忌讳。我觉得，与其将道宣的倾向理解为个

人特定的政治立场，毋宁把它看作是受唐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影响而形成

的一种大众化的历史观念。  

隋唐时代的北朝正统论，除了轩轾南、北一层意思，还有一个东、西

统系的取舍问题。自北朝分立，周齐相争，双方都以元魏的继承者自居。

魏周禅代之际，百官上奏曰：“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

惟文王（按宇文觉追尊其父为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谶，服色宜乌。”
2
 而先于北周建国的北齐，也同样自称以木德承魏水德。 3

 成书于北齐时

代的魏收《魏书》，自然取尊东抑西的立场。王鸣盛指出：“《魏书》直以

东魏孝静帝为正而西魏为伪，故不为立纪，仅附见《孝静纪》中，……无

非助齐抑周之意。”4
 及至齐灭于周，周隋禅代，北魏、西魏、北周一系的

法统得以确立，魏收《魏书》的政治立场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开皇间，

文帝“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 5“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

《魏书》，矫正收失。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靖称

传”。6
 魏澹《魏书》可以说是专为树立西魏正统而撰述的一部史学著作，

此书虽早已不传，但据宋人考证，知今本《魏书·太宗纪》亡佚，系后人

以魏澹书补入，故其义例书法与魏收之书迥然有别，余嘉锡先生论之已详。
7
 

李延寿修《北史》，虽多取资于魏收《魏书》，但在涉及正统问题时，

采取的立场却是与魏澹非常接近的。《北史·序传》载其上《南》、《北》

                                                 

1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74页。  

2
 《周书》卷三《孝闵帝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第1册，46页。《隋书·崔

仲方传》也说“周为木（德）”，而《通典》卷五五礼典一五“历代所尚”云：“后

周承西魏用水德，以文帝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谶故也。”这显然是误解了《周书》

的意思。  

3
 北齐之德运，惟见于《通典》卷五五礼典一五“历代所尚”条：“北齐木德，正

朔服色，皆如后魏。”  

4
 《十七史商榷》卷六六“以西魏为正统”条，下册，页7b—8a。  

5
 《隋书》卷五八《魏澹传》，第5册，1417页。  

6
 《史通·古今正史篇》。刘知几批评魏澹《魏书》“以非易非”（见《外篇·杂

说下》），大概是因为他主张南朝正统的缘故。  

7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第1册，15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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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表，称《北史》“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

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

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云云。所谓“三代”者，即北魏（西魏）、

周、隋，这是《北史》的主线，而东魏、北齐则只是被作者视为“三代”

之附庸而已。关于《南》、《北》史尊西抑东的书法，上文所引何德章文已

有详细论证，兹不赘述。  

成书于中宗景龙三年（709）的元行冲《魏典》，是惟一一部编年体的

元魏国史，“起道武帝，终宇文革命”。至于东、西分立，它所采取的体例

是：“孝武入关，则书东魏为东帝，并载两国事。” 1
 虽云“并载两国事”，

但西魏不称“西帝”，却称东魏为“东帝”，显然是以西魏纪年，采取以西

魏为主的立场。  

不过，论及北朝正统论所涉及的东、西统系取舍问题，还应该注意到

唐宋文献中存在的三条“反证”。其一，《艺文类聚》帝王部在东晋之后续

以宋、齐、梁、陈诸帝，梁、陈之间插入北齐文宣帝，但却不取北魏、周、

隋。2
 这应当作何解释呢？《艺文类聚》编纂于武德五年至七年，奉诏参

与编修的有给事中欧阳询、秘书丞令狐德棻等人。作为一部唐初官修类书，

且又是这样一些身份显赫的作者，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尊南抑北、尊东抑西

的立场。3
 若谓因袭北齐之《修文殿御览》，则不当取南朝而去北魏（东魏）。

看来其中当另有缘故。四库提要曾对《艺文类聚》的门类提出批评：“其

中门目，颇有繁简失宜，分合未当。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渎阙一；帝王

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惟载高齐。” 4
 如此说来，《艺文类聚》帝王部之取

南朝、北齐而舍北魏、周、隋，无非是编纂过于粗率而已，并没有什么深

意，与作者的正统立场其实是毫不相干的。  

另外一条似乎与唐人正统观念相矛盾的史料也值得认真分析，这条史

料见于《魏书》。《魏书·天象志》共计四卷，其中第三、四两卷早在宋初

即已亡佚，今本系后人补入。百衲本《魏书》在《天象志三》的卷末附有

宋人刘攽、刘恕等人的校语，谈到了这两卷文字的来历：  

                                                 

1
 《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二二“《魏典》”条，引《崇文总目》。  

2
 见《艺文类聚》卷一三帝王部三、卷一四帝王部四。至于其它隋唐时期的类书，

《北堂书钞》帝王部没有系统地记载帝王世系，《初学记》帝王部至晋而止，所以

都不涉及东、西统系取舍问题。  

3
 据两《唐书》本传，欧阳询为潭州人，其父仕陈为广州刺史，但以谋反被诛；令

狐德棻先居敦煌，后迁关中，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政治倾向与隋唐

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理应是一致的。  

4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艺文类聚》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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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书《天象志》第一卷载天及日变，第二卷载月变，第三、第

四卷应载星变。今此二卷，天、日、月、星变编年总系魏及南朝祸咎。

盖魏收《志》第三、第四卷亡，后人取他人所撰《志》补足之。魏澹

书世已无本，据目录作西魏帝纪，而元善见、司马昌明、刘裕、萧道

成皆入列传。此《志》主东魏，而晋、宋、齐、梁君皆称帝号，亦非

魏澹书明矣。《唐书·经籍志》有张太素《魏书》一百卷，故世人疑此

二卷为太素书《志》。《崇文总目》有张太素《魏书·天文志》二卷，

今亦亡矣。惟昭文馆有史馆旧本《魏书·志》第三卷，前题朝议郎、

行著作郎修国史张太素撰。太素唐人，故讳“世”、“民”等字。  

 

今本《天象志》之三、四两卷，其系年始于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396），

北魏之后续以东魏纪年，至孝静帝武定八年（550）东魏国亡为止，且谓

“是时两主立，而东帝得全魏之墟，于天官为正”云云，显然不可能出自

力主西魏正统的魏澹《魏书》；而其中提及东晋、南朝诸帝，大都以帝号

相称，则又与魏收《魏书》的书法不符。刘攽等人认为当为张太素《魏书·天

文志》，这一推断是有道理的。按张太素，《旧唐书》一作“张大素”，附

见其父张公谨传：“大素，龙朔中历位东台舍人，兼修国史，……撰《后

魏书》一百卷。”但此书之《天文志》实出僧一行之手，《旧唐书》卷一九

一《僧一行传》曰：“初，一行从祖东台舍人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

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续而成之。”那么，一行所撰《后魏书·天文志》

为何要以东魏为正统呢？我想这与它的史源有关。此前的纪传体《魏书》

仅有魏收和魏澹两种，有关元魏的天象记载，一行只能以此两书为蓝本；

而魏澹《魏书》原本是没有志的，至唐高宗时，“魏澹孙同州刺史克己续

十志十五卷”，1
 但魏克己的续志未必广为人知，故一行所撰《后魏书·天

文志》极有可能是以魏收《魏书·天象志》为蓝本的，以东魏系年，想必

是因袭魏收的义例，如“东帝得全魏之墟，于天官为正”之类的说法，当

然也只能是出自魏收的手笔。不过，一行之《天文志》还兼载东晋、南朝

天象，而魏收《天象志》是不涉及东晋、南朝的，看来一行似曾兼采《宋

书》、《南齐书》和《隋书》的《天文志》，故对东晋、南朝诸帝大抵以帝

号相称，与魏收之书法自是有所不同。总之，一行所撰《后魏书·天文志》

虽以东魏系年，但并非作者刻意为之，故不能反映唐人的正统观念。  

宋代文献中也有一条让人觉得蹊跷的“反证”，见于《太平御览》。《太

平御览》采取的是北朝正统论的王朝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以东魏

                                                 

1
 刘攽等：《魏书目录序》，见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1974年，第8册，30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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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皇王部（卷一○四），而以北齐入偏霸部（卷一三○至卷一三一），岂不

是自相矛盾吗？这大概是它因袭前代类书的结果。关于《太平御览》的取

材，陈振孙说得很清楚：“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

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 1
 以校勘学名家的近代学者曹元忠认为：“皇王部

于东魏后即接后周诸帝，而退北齐诸帝于偏霸部，……当仍《文思博要》

目次之旧。”2
 这个推论只说对了一半。《文思博要》是唐代贞观年间的官

修类书，照理说不应视东魏为正统。据我分析，将东魏列入皇王部可能是

以北齐《修文殿御览》为蓝本，而以北齐入偏霸部才是因袭唐人所修《文

思博要》的门类。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太平御览》的自相矛盾。  

综上所述，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其基本立场是尊北而抑南、

尊西而抑东，是以建构魏（北魏、西魏）、周、隋、唐正统王朝体系为核

心的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二、寻找北朝历史的“入口”  

 

作为隋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北朝正统论，其实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破

绽，那就是它的正统来源问题。阎步克先生说，北朝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

“历史出口”，3
 这是基于魏晋南北朝历史大势的一种判断；如果借用这个

说法，从华夏正统观的角度来看，  便会产生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虽然

通向隋唐帝国的“出口”是在北朝，但从北朝却似乎找不到一个“入口”

——也就是说，北朝正统没有令人信服的来源。欧阳修谓历代正统之论“其

可疑之际有三”，其中之一就是“东晋、后魏之际也”，其可疑之处在于：

“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隋承后魏则无始。”4
 洪迈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盖以宋继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由隋而推之，为周为魏，则上无所起。”
5
 王夫之说得更加直白：“唐承隋，而隋抑何承？承之陈，则隋不因灭陈而

                                                 

1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类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25页。  

2
 曹元忠：《唐写卷子本〈修文殿御览〉跋》，见王大隆编《笺经室遗集》卷一一，

吴县王氏学礼斋铅印本，民国30年。  

3
 阎步克：《北朝对南朝的制度反馈——以北魏、萧梁官品改革为线索》，见《乐

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354页。  

4
 欧阳修：《正统论》（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  

5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皇甫湜正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78年，

上册，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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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为君；承之宇文氏，则天下之大防已乱，何统之足云乎？” 1
 秦汉以来

的正统之辨，最看重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故历代德运之争，大抵都在政权

的承继关系上做文章。欧阳修等人所质疑的就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北朝国

家法统只能上溯到北魏，那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究竟来源于何方？这就

是北朝正统论难以自圆其说的最大疑点。  

那么，北魏当时究竟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呢？孝文帝太和十四、五

年（490—491）的德运之争，一派主张继承十六国的法统，即曹魏土德—

西晋金德—石赵水德—慕容燕木德—苻秦火德—拓跋魏土德；另一派则主

张远承晋统，即曹魏土德—西晋金德—拓跋魏水德。后者提出的理由是： 

 

按神元、晋武，往来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聪、

勒，思存晋氏，每助刘琨，申威并冀。是以晋室衔扶救之仁，越石深

代王之请。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则是司马

祚终于郏鄏，而元氏受命于云代。  

盖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著符尚赤。……自有晋倾沦，

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余载。……绍晋定德，孰曰不可。  

 

综合《魏书》的相关记载来看，北魏与西晋在时间距离上的悬隔，是当时

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故李彪、崔光等人以“汉弃秦承周之义”来为魏承

晋统张目。孝文帝虽然决定采纳此说，其实内心也不无犹豫，从诏书中可

以看出他的疑虑：“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

便可依为水德。”2
 

其实在后人看来，魏承晋统说之难以成立，主要还不在“越近承远”

的牵强附会，更要害的问题在于，与北魏前后并存的东晋对北朝自诩的华

夏正统构成了最大的障碍。从血统上来说，与西晋一脉相承的东晋具有无

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同时代的五胡十六国也普遍认同东晋的华夏宗

主身份。3
 甚至就连某些北魏士人也不例外，崔鸿《十六国春秋》就很能

说明问题，据刘知几说，“（崔）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

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 4
 这就是说，《十六

国春秋》皆是以东晋系年、以东晋为正统的。因此，仅凭北魏据有“中国”

                                                 

1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一》，中华书局点校本，2002年，下册，950页。  

2
 以上皆见《魏书·礼志一》，第8册，2746—2747页。  

3
 关于这一点，详见川本芳昭：《五胡十六国·北朝時代における「正统」王朝につ

いて》，《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25号，1997年1月，65—73页。  

4
 《史通》卷七《探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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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利，还很难撼动东晋在人们心目中的正统王朝地位。于是魏收便围绕

晋元帝司马睿的血统做起了文章，请看《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叡传》

的说法：  

 

僭晋司马叡，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邪

武王伷，伷生冗从仆射、琅邪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

金奸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马，仍为觐子。由是自言河内温人。  

 

不过，这个故事并非魏收凭空捏造的政治谣言，它源于东晋南朝时期一个

流传甚广的传说。《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先是，宣帝（即司马懿）有宠将牛金，屡有功，宣帝作两口榼，

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自饮善酒，毒酒与金，金饮之即毙。景帝

（即司马师）曰：“金名将，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

瑞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与琅邪国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  

 

沈约在这里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司马懿鸩杀牛金的传说，另一个是夏

侯妃与牛氏私通而生元帝的传说。这两个传说都与“牛继马后”的谶语有

关：“初，魏明帝青龙三年冬十一月，张掖郡丹阳川谷坌溢，有石流出，

立于川中，有马行列，而牺牛在后。……占者或云‘牛继马后’。” 1
 按沈

约的说法，司马懿鸩杀牛金是受到了这一谶语的暗示，而谶语之真正应验，

却是后来夏侯妃与牛氏私通而生元帝一事。《魏书》的史源很可能就出自

于此，2
 只不过魏收误解了沈约的意思，将两件事混为一谈，故谓司马睿

为牛金私生子。3
 

这个迂怪不经的传说颇遭后人非议，隋朝学者王劭直言其诬妄：“沈

约《晋书》造奇说，云琅琊国姓牛者，与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远叙宣

帝以毒酒杀牛金，符证其状。收承此言，乃云：司马叡，晋将牛金子也。”

刘知几也批评说：“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

                                                 

1
 许嵩：《建康实录》卷五《中宗元皇帝》，张忱石点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

上册，128页。  

2
 据周一良先生考证，魏收确曾采用过沈约《宋书》，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

收袭用南朝史书”条，中华书局，1985年，384—385页。  

3
 《史通·杂说中》云：“近者沈约《晋书》喜造奇说，称元帝牛金之子，以应‘牛

继马后’之征。……而魏收深嫉南国，幸书其短，著《司马叡传》，遂具录休文所

言。”可见刘知几似乎也误解了沈约的原意，或是受到魏收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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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

重以加诸。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1
 据他们说，这个故事最

早见于沈约所撰《晋书》，2
 并因此认定它是由沈约一手杜撰出来的“奇说”，

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我查考的结果，早在孙盛《晋阳秋》中就已出现这个

传说。3《晋阳秋》成书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以前，由此看来，这大概是从东

晋中叶开始流行的一个政治谣言。 4
 

用这样一个荒诞无稽的政治谣言去否定东晋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以达

到树立北朝正统的目的，自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直到唐朝中叶，

仍有人在继续孜孜不倦地为魏承晋统说寻找符命的根据，《旧唐书》卷一

○二《元行冲传》曰：  

 

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

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后之象，

魏收旧史以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马，以应石文。行冲推寻事

迹，以后魏昭成帝名犍，继晋受命，考校谣谶，特著论以明之。5
 

 

元行冲为“牛继马后”的谶语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魏收“谓元帝本出牛

氏，行冲以为非”，他认为承继司马氏的“牛”应验在北魏昭成帝什翼犍

身上，将什翼犍建立代国看作是魏承晋统的标志。  

为了解决北朝正统的来源问题，文中子王通曾提出另外一套衔接东晋

                                                 

1
 《史通·采撰篇》。王劭语见此段引文之后，系作者原注所引。  

2
 《晋书》是沈约在刘宋时所撰，大概后来他又把同样的故事搬到《宋书·符瑞志》

里重述了一遍。  

3
 《太平御览》卷九八引孙盛《晋阳秋》曰：“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

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

而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今本《晋书·元帝纪》也

采纳了这段文字。  

4
 《太平御览》卷七六一引王隐《晋书》，已记有宣帝鸩杀牛金的故事，但未提及

“牛继马后”  的谶语，也未谈到有关元帝身世的传说。据《史通·古今正史篇》，

知王隐《晋书》成书于成帝咸康六年（340）之前，据此推断，有关元帝身世的传说

当是成帝以后被附会出来的。这一政治谣言出现在东晋并不奇怪，可能与东晋中叶

复杂的内部矛盾有关。但这是一个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  

5
 辑本《崇文总目》卷二著录元行冲《魏典》三十卷，谓行冲辨析“牛继马后”之

谶，“特为论载于篇”。可知该文原是附载于《魏典》一书的。据《唐会要》卷六

三，知《魏典》成书于中宗景龙三年（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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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历史的正统体系。关于文中子其人其书的真伪，自宋以来颇多争议。

但一般认为，《中说》一书确是出自文中子门人之手，可以代表王通的思

想。1
 王通的正统观念在《中说》中多有反映，如他在谈到《元经》一书

的旨趣时说：“《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

王，近于正体；……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

太和之力也。”2
 这里说的“皇始之帝”指北魏道武帝，“太和”则指孝文

帝。王通主张东晋、刘宋为正统，刘宋亡国之时，正值北魏孝文帝在位，

故正统转归于魏，是谓“中国之有代”。《中说·周公篇》亦云：“元魏之

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意谓元魏之所以

能够获得华夏正统，乃是孝文帝的功劳。  

为了鼓吹他这一套正统体系，王通还特意编纂了一部从西晋到隋朝的

编年史，这就是文中子六经之一的《元经》。他的弟子程元曾经问他撰述

六经的意图，他答称“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阮逸注云：“晋东迁，

故南朝推运历者因以齐、梁、陈为正统；后魏据中原，故北朝推运历者以

北齐、周、隋为正统。于是南北二史夷虏相称，而天下疑矣。《元经》者，

所以尊中国，故中国无主，则正统在晋、宋，中国有主，则正统归魏、周。” 

3
 这就是说，《元经》一书是专为解决南北正统之争而作的。学界普遍认为，

今本《元经》是出自北宋阮逸之手的一部伪书，但如果我们将该书的正统

体系与《中说》做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是基本吻合的。今本《元经》凡

十卷，前九卷旧题王通作，始于西晋太熙元年（290），迄隋开皇九年（589）；

最后一卷题为唐薛收续撰，自开皇十年至武德元年。 4
 此书之纪年，自西

晋、东晋以迄于刘宋；宋亡，即改以北魏纪年，由北魏、西魏、北周以迄

于隋。欧阳修曾对《元经》的纪年表示非议：“文中子作《元经》，欲断南

                                                 

1
 参见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载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四库全书总目》

卷九一《中说》提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2册，565—575页。  

2
 《中说》卷五《问易篇》，《四部丛刊》本。  

3
 《中说》卷六《礼乐篇》。  

4
 《元经》有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见303册。《旧唐书·王

勃传》称其祖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

之《元经》”云云，所言该书起迄与今本《元经》截然不同，但《中说·王道篇》

明言《元经》“始于晋惠”，《述史篇》又谓其“止于陈亡”，皆与今本首尾相符。

按王通自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阮逸注

谓“《续书》起于汉高祖，止晋武帝”（见《中说·礼乐篇》），可知两书前后相

续，既然修《元经》是为了“断南北之疑”，其起迄就不可能是“历秦汉至于后魏”。

疑《旧唐书》所记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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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之疑也。绝宋于元徽五年，进魏于太和元年，是绝宋不得其终，进魏不

得其始。”1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欧阳修之所以有这样的意见，可能是因为

《元经》卷八在宋元徽五年（477）下附注了“魏太和元年”的缘故，但

直至顺帝昇明三年（479）“禅位伪齐”、刘宋亡国为止，都是以宋纪年，

从卷九太和四年（480）起才改用北魏纪年。  

这套正统体系与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的主要不同之处，就是改

魏承晋统为魏承宋统，为北朝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使其能够与东晋南朝的历史相对接，从而解决北朝正统论所无法解决的

“入口”问题。他的这一主张后来似乎得到了唐人的呼应。据《旧唐书》

卷八四《裴光庭传》，开元间，“时有上书请以皇室为金德者，中书令萧嵩

奏请集百僚详议。光庭以国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贻后学之诮，

密奏请依旧为定，乃下诏停百僚集议之事”（《新唐书·裴光庭传》所记略

同）。此事因缺乏更详细的记载，无法得知上书者的具体主张。所谓金德

说究竟是如何阐释其德运体系的呢？我们不妨做一分析。  

在通行的唐朝土德说的基础上加以推断，可以将土德说和金德说分别

序列如下：  

表1  唐朝土德说和金德说序列表  

土德说  
金  水  木  火  土   

西晋  北魏（西魏）  周  隋  唐   

金德说  
金  水  木  火  土  金  

两晋  宋  北魏（西魏）  周  隋  唐  

 

如果我们对金德说的上述推定不误，可以看出这种新的德运体系与王通所

主张的魏承宋统说是一脉相承的。上书者的动机大概也是为了释“南北之

疑”，而试图对传统的北朝正统论加以修正。此项建议受到中书令萧嵩的

重视，但时任侍中兼吏部尚书的裴光庭“与萧嵩争权不协”，这可能是他

持反对意见的一个原因。于是一场可以预见的德运论辩就这样被化解于无

形。  

 

三、南朝正统论之潜流  

 

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主要是建立在北朝—隋唐国家法统基础

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我们知道，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论，除了讲

                                                 

1
 欧阳修：《正统论·原正统论》，收入《居士外集》卷九，见《欧阳文忠公文集》

卷五九，《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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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国家法统的合法性之外，华夏种族的血统和儒家文化的道统也同样是很

被看重的因素。若就这两个因素而言，南朝有足够的理由被视为天下正朔

之所在。况且即使在南北统一之后，隋唐文化的南朝化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1
 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隋唐时代，面对北朝法统的继承者所拥

有的政治权威和话语霸权，仍有不少汉族士人始终坚守着南朝正统的固有

信念。  

如所周知，虽然北朝正统论后来成为隋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东

晋、南朝在当时的南北正统之争中却是占有明显上风的。东晋自不必说，

即便在南北朝时代，南朝正统论不仅仅是南朝士人的主张，甚至也是许多

北朝士大夫共有的文化观念。《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有一段为人熟

知的记载：  

 

（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弼来，

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

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

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

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这是东魏时期的事情。高欢的这段话说得很坦率，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北朝

士人的正统观念和文化立场。当然，这也许与六镇起义后鲜卑化回潮、胡

汉矛盾加剧的现实有关，也与萧梁当时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不无关系，但

这并不是说北朝士人倾心南朝的正统观念只是该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事

实上，在东晋和南朝宋、齐、梁时代，北方士人对代表着华夏正朔的南方

政权一直寄予厚望。直到侯景之乱以后，北朝士人才算是对南朝彻底绝望

了。因此，后来持南朝正统论者惟独不把陈纳入正统王朝之列，这大概也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要说北朝士人倾心南朝的正统观念是南北朝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可

是在北朝文献里却似乎可以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据。《洛阳伽蓝记》中有这

样一个故事：北魏永安二年（529），梁朝使者陈庆之出使洛阳，某日宴会，

席间多为南人，“惟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 是中原士族”，庆之

因醉谓诸人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

今在梁朝。”杨元慎当即义正辞严地加以反驳：“江左假息，僻居一隅。……

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

                                                 

1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59—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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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1
 何德章先生认为，这表明北方

汉族人士已不再把所谓“正朔相承”或“秦皇玉玺”看成正统所在的根据，

而是视“定鼎嵩洛”、移风易俗、兴复儒教的北魏王朝为正统。2
 我觉得这

或许只是一种表象，不一定能够反映北方士人的真实心态。对于杨元慎的

话，应当结合具体语境加以分析：一方是南朝使者，一方是北朝士大夫，

双方在酒席上互相贬抑，彼时彼地，杨元慎的宣言，与其说代表一种文化

观念，毋宁说代表一种政治立场。要用这条史料来说明北方士人的正统理

念，恐怕是缺乏说服力的，远不如高欢的话真实可信。  

当鲜卑人的北朝政权为汉人建立的隋唐王朝所取代，尤其是在隋朝统

一南朝之后，北朝正统论才逐渐占据上风。但传统的正统观念在士人阶层

中仍然具有相当顽固的影响，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就是一例。此书前三

卷为“帝年”，列有历代年表，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纪年：卷三东晋以后为

宋、齐、梁，梁以后则以周、隋相承。卷八、卷九著录十六国和北魏、北

齐译经，却以东晋、宋、齐、梁帝号代称其时代，如称晋孝武帝世、宋文

帝世、齐武帝世、梁武帝世等；卷九著录陈朝译经，则以北周帝号代称其

时代，如称周武帝世。3
 与隋唐时代盛行的以西晋、魏（北魏、西魏）、周、

隋、唐一脉相承的北朝正统论所不同的是，贯穿于《历代三宝记》一书中

的正统王朝谱系是西晋、东晋、宋、齐、梁、周、隋。此书撰述于开皇十

七年，已在隋朝统一之后，作者何以会站在南朝正统的立场之上呢？陈垣

先生说：“此固非僧人之所知，实当时之一般心理耳。……盖自晋室渡江

后，南北分立者二百六十余年，中原士夫之留北者，始终以中国为未灭。”
4
 确如援菴先生所言，此书所持南朝正统论绝非费长房的发明，而应当是

当时士人阶层中很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这一正统王朝谱系最符合汉族士人

的理想：它既能最大限度地捍卫东晋、南朝的正统性，同时又为看似走进

死胡同的南朝找到了一个历史出口，从而避免了洪迈所说的那种“以宋继

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的尴尬结局，使东晋、南朝能够与统一的隋唐帝国衔

接为一个整体。  

关于南朝正统论的具体主张，后来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论》中做

了比较明确的阐释：  

 

                                                 

1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景宁寺”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17

—118页。  

2
 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大正藏》第49册，史传部一。  

4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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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

无容于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

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尧舜，得天统矣。则陈僭于

南，元闰于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1
 

 

值得注意的是，皇甫湜极力推崇的南朝正统论，与《历代三宝记》所采用

的正统王朝谱系是完全吻合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隋唐时代，虽然

北朝正统论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在士人阶层中，有关南北

正统的争议还远没有结束，费长房和皇甫湜主张的南朝正统论就是其中很

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持南朝正统论者之所以要将陈排斥于正统王朝之

外，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通向隋唐帝国的“出口”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闰陈而正周，才能将南朝统系与隋唐统一王朝衔接在一起；其二，如上所

述，侯景之乱以后，北方士人对衰乱已极的南朝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南北

正闰的传统理念随之开始发生转变，而后杨氏代周，政权转入汉人之手，

更坚定了北方士人认同周、隋正统的信念。因此，皇甫湜认为萧梁之亡与

北周之兴，标志着南朝正统的终结和南北正闰的转换，故谓“周取之梁”。

由于他把梁元帝江陵之陷视为萧梁灭亡的标志，认为事出其后的梁陈禅代

于理无据，因谓“陈氏自树而夺”，由此消解了陈氏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来

源。2
 

皇甫湜写作此文的初衷，原是为了否定北魏正统，并借此为东晋正名。

对北魏历史地位的评价，乃是唐代南北正统之争的焦点所在，而是否承认

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实为南朝正统论与北朝正统论的重要分水岭。由

于唐王朝将北魏视作北朝国家法统的源头，故明确承认其正统地位，但这

种官方意识形态在士人阶层中未必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尤其是自中唐以

后，一些汉族士大夫对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提出公开质疑，其中种族问

题往往成为关键的症结，如刘知几指斥“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
3
 皇甫湜也以“拓跋氏种实匈奴”作为否定北魏正统的重要理由。与此同

                                                 

1
 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唐文粹》卷三四。此文大约作于宪宗元和年间。 

2
 不过，皇甫湜以西魏恭帝元年（554）攻灭江陵作为梁、周兴亡相续的时间坐标，

却受到后人的质疑。洪迈《容斋随笔》卷九“皇甫湜正闰论”条指出：“灭梁江陵

者，魏文帝也（按应为西魏恭帝），时岁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

江陵之灭，则为周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亦云：“梁元帝江陵之陷，时为

西魏恭帝之元年，虽政出宇文，而元氏固未改步也，何得遂为北周？”（上海书店

出版社重编本，2000年，1256页。）  

3
 《史通·断限篇》。又《探赜篇》称魏收《魏书》为“伪邦坟籍”，也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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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极力阐扬东晋王朝的正统性，《史通·探赜篇》给予东晋政权一

个明确的历史定位：“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

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

论》中着重强调东晋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惠帝无道，群胡乱华，晋

之南迁，实曰元帝。与夫祖乙之圯耿，盘庚之徙亳，幽王之灭戏，平王之

避戎，其事同，其义一矣。”这些言说中流露出对于异族威胁的焦虑与戒

惕心理，不妨从中晚唐时代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去解读它们背后的语境。  

唐人还有另外一种别出心裁的南朝正统论，是由萧颖士提出来的。《新

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曰：  

 

尝谓：“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

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迄隋

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在魏书高贵崩，曰“司马昭弑

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乃黜陈闰隋，以唐

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者，僧辩裔孙，

撰《永宁公辅梁书》，黜陈不帝，颖士佐之，亦著《梁萧史谱》及作《梁

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使光明云。  

 

这里说的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本传语焉不详。不过萧颖士曾在写给

韦述的一封信中谈及撰述此书的具体想法：“仆不揆，顾尝有志焉。思欲

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起于汉元十月，终于义宁二年，约而删之，

勒成百卷，应正数者举年以系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于《左氏》取其

文，《谷梁》师其简，《公羊》得其覈，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1
 此

书今已不传，亦未见于著录。从这仅有的记载来看，可知《历代通典》是

一部专在义例、书法上做文章的编年体通史，故赵翼说：“观颖士书法，

则并开朱子《纲目》之体例矣。”2
 此书独创的南朝正统论，将南朝之陈与

北朝之周、隋全都排斥出正统王朝之列，而以唐朝之土德直接承袭萧梁之

火德。萧颖士之所以独尊萧梁，主要是出于个人感情，《新唐书》称其为

“梁鄱阳王恢七世孙”，这就是他“黜陈闰隋”的主要动机。萧颖士的南

朝正统论掺杂了太多的个人因素，被章太炎斥为“党伐之见”、“偏私之

                                                                                                                                            

了否定北魏正统的态度。  

1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文苑英华》卷六七八。  

2
 赵翼：《陔余丛考》卷一五“通鉴纲目”条，栾保群等点校本，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年，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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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1
 其书之不传于世，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径承汉统说的提出及其政治实践  

 

东晋南北朝以来的南北正统之争，给后人留下的是这样一个难题：北

朝正统论堪称隋唐时代主流的历史观念，但因无法解释清楚其正统源头而

受到人们质疑；南朝正统论虽然在士人阶层中仍具有很大影响力，但显然

不可能为隋唐政权所接受。于是便有人提出一种折衷意见：不妨略过魏晋

南北朝分裂时代，直接上承两汉法统。  

首倡此说者是文中子王通。据唐杜淹《文中子世家》说：“仁寿三年，

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

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2《中说·魏相篇》也提到此事：“子谒见

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关于《太平策》的主旨，详见《中说·关朗篇》： 

 

子谓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先人有

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

陛下真帝也，无踵伪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

除四代之法3，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也。高祖伟之而不能用。

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 4。” 

 

根据王通的这番自述，可知《太平策》的第一篇名曰《正始》，作者开宗

明义地向隋文帝提出了径承汉统的建议。王通认为，南北朝是一个“天下

无主”的时代，直到开皇九年灭陈之后方才获得正统地位，因此他主张隋

朝当以土德承汉之火德，而不应该承周之统，以火代木。据《文中子世家》

说，文帝“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这是可想而知的结果。杨氏代周

而立，隋朝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继承北周法统的基础之上的，“以

火承木”可以说是隋朝政治家的惟一选择，王通的意见未免太不合时宜了。

因为这个主张行不通，所以后来他才又提出了魏承宋统的正统谱系，试图

对北朝国家的华夏正统来源做出新的解释，“以断南北之疑”。  

有趣的是，王通之孙王勃后来也倡言唐朝径承汉统说，《旧唐书》卷

一九○上《王勃传》曰：  

                                                 

1
 章炳麟：《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4页。  

2
 见《四部丛刊》本《中说》附录。  

3
 阮逸注：“四代，谓北朝魏、周、齐，南朝陈也。”  

4
 阮逸注：“《正始》，策首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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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聪警绝众，于推步历算尤精，尝作《大唐千岁历》，言唐德灵长

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论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

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

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历之数

也。自黄帝至汉，并是五运真主。五行已遍，土运复归，唐德承之，

宜矣。魏、晋至于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故不可承之。”
1
 

 

王勃对唐朝的正统来源做出了新的解释，按他的说法，唐朝土德当承自汉

之火德，而不应承隋之火德。他把魏晋至周隋都列入闰位，认为“上自曹

魏，下至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这种主张显然

是受了王通的影响，只不过比他祖父还要走得更远——就连大一统的隋

朝，也被他排斥在正统王朝之外。唐人谓“勃言迂阔，未为当时所许”，2
 也

许这种意见当时尚未引起唐朝统治者的注意。  

到了武后和玄宗时期，王勃的上述观点开始在政治上发生影响。载初

元年（689），武后宣布改用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声称“今推三统之次，

国家得天统，当以建子月为正”，3
 其理论根据来自于董仲舒的三统说。同

时，又“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封舜、禹、汤之裔为三恪，周、隋同列

国，封其嗣”。4
 此举意味着将唐朝国家法统的来源直接指向汉朝，而从曹

魏到隋朝的正统地位通通都被否定了，《改元载初赦》对此做了具体的阐

释：  

 

自魏至隋，年将四百，称皇僭帝，数十余家。莫不废王道而立私

权，先诈力而后仁义。勋未逾于列国，德不惭于霸图。虽复时合诸侯，

一匡区域：晋武践祚，茂烈多惭于水官；隋帝乘时，雄图不逮于秦氏。

惟彼二君闰位，况区区者，岂宜当三统之数者乎？ 5
 

 

这意思是说，自曹魏以来的统一王朝仅有西晋和隋朝，若论两国之功业勋

                                                 

1
 《新唐书·艺文志》历算类著录有“王勃《千岁历》，卷亡”。  

2
 以上并见《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运次”条，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

27页。  

3
 《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赦》，商务印书馆，1959年，19页。  

4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第1册，89页。  

5
 《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赦》，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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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尚不及秦朝之盛，故理当列入闰位，至于其它偏据王朝，当然更无足

挂齿了。武后对唐朝正统的重新定位，显然受到王勃的影响，不妨把它视

为唐承汉统说的第一次政治实践。 1
 不过，中宗复位后，随即于神龙元年

（705）五月宣布“依旧以周、隋为二王后”，2
 恢复了旧制。  

玄宗时期，又一次有人向朝廷建言唐承汉统说，并被玄宗采纳而付诸

实施。天宝九载九月，处士崔昌上《大唐五行应运历》，采王勃旧说，“以

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请国家承周、汉，以周、隋为闰”。3
 “书奏，诏公

卿议，是非相半。时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宰相（李）林甫

亦以昌意为是”。4
 于是玄宗下诏，以唐土德承汉火德，自曹魏以下历代帝

王皆黜之，尊周、汉为二王后，并殷商为三恪，同时废去魏、周、隋之韩、

介、酅三国公。“是岁，礼部试《土德惟新赋》，即其事也”。5
 可见这在当

时是很有政治影响的一件大事。但仅仅三年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故。“及

杨国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贬崔昌并当时议者”。6
 于是“魏、周、

隋依旧为三恪及二王后，复封韩、介、酅等公，其周、汉、魏、晋、齐、

梁帝王庙，依旧制”。7
 这是天宝十二载的事情。  

虽然唐承汉统说的两次政治实践最终都归于失败，但仍然可以看出这

种政治学说在唐朝影响之大。王通祖孙先后提出的隋、唐径承汉统说，为

隋唐时代的南北正闰之争带来了新的思维。当然，在隋朝及唐初的时代环

境下，如此大胆的见解尚不可能为政治家所接受，因为坚持北朝正统以解

决隋唐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在当时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非常紧要的现实问

题。而到了中唐以后，时移世变，大唐王朝的正统性已经毋容置疑，北朝

正统论也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于是像唐承汉统这样“迂阔”的主张

                                                 

1
 有学者认为，武后在“革命”前夕改立二王三恪，是为了回避如何面对李唐王朝

的尴尬，参见孙正军《二王三恪所见周唐革命》（未刊稿）。这一推论颇有道理，

但无可否认的是，唐承汉统的思想资源确是来自于王勃，《新唐书·王勃传》谓“武

后时，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周、隋”，并将此事与王勃提出的唐承汉

统说相提并论，显然是认为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  

2
 《旧唐书》卷七《中宗纪》，第1册，139页。  

3
 《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第3册，916页。  

4
 《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运历门。  

5
 《唐语林》卷五“补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69页。  

6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运次”条，27页。又据《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运历

门曰：“及是杨国忠根本林甫之短，乃奏云：‘周、汉远，不当为二王后。’”可

见还有政治斗争的因素。  

7
 《唐会要》卷二四“二王三恪”，上册，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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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可以一而再地付诸实施。不过，这种政治实践肯定是难以持久的。在

五德终始说盛行的隋唐时代，在宋儒提出“绝统”、“无统”说之前，把整

个魏晋南北朝乃至隋朝都摈斥于正统王朝之外，这样的正统谱系很难为人

们普遍接受。1
 

综上所述，由南北朝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而引起的正闰之争，关乎政治

立场、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在隋唐士人阶层中存在着广泛而持久的争议。

概括起来，主要有北朝正统论、南朝正统论和径承汉统论三种截然不同的

正统体系，而各个体系之中往往又包含着若干不同的见解和主张。现将各

家正统说加以梳理，列为下表。  

表2  隋唐时代正统诸说一览表 

北 

朝 

正 

统 

论 

主流正统论 西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  

王   通 西晋→东晋→宋→北魏（西魏）→北周→隋 

唐朝金德说 
两晋（金）→宋（水）→北魏、西魏（木）→北周（火）

→隋（土）→唐（金） 

南 

朝 

正 

统 

论 

费长房 西晋→东晋→宋→齐→梁→北周→隋 

皇甫湜  西晋→东晋→宋→齐→梁→北周→隋→唐  

王   绪  

萧颖士 
西晋→东晋→宋→齐→梁→唐 

径 

承 

汉 

统 

论 

王   通 周（木）→汉（火）→隋（土） 

王   勃  周（木）→汉（火）→唐（土）  

 

五、走出魏晋南北朝  

 

东晋南北朝时代，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以及华夷种族之纷争，导致南北

中国之间陷入空前紧张的对立和冲突状态，双方各逞诋诽，互争正闰，以

                                                 

1
 即使在五运说趋于消亡的宋代，欧阳修提出的“绝统”说也并不否认西晋、隋朝

的正统地位，朱熹的“无统”说更是将东晋也纳入正统王朝之列。说详下文。  



 23 

致南人诬北为“索虏”，北人诋南为“岛夷”。1
 当隋唐统一王朝建立之后，

一方面明确承认北朝国家法统，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消弭南北政治文化传

统的差异，淡化华夷正闰的观念。《大业拾遗记》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大

业初，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濬等所修《丹阳郡风俗》，“以吴人为

东夷”，炀帝看了非常不满，遣人斥责窦威等人：  

 

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

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

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

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

然于著述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 2
 

 

在统一王朝形成之初，南北相轻的陋习依然根深蒂固，窦威等人蔑视吴人

的心态，就是南北朝时代留下的后遗症。如果不能及时改变这种落后于时

代的观念意识，势必对统一国家的形成及南北文化的融合造成阻碍。炀帝

竟因此事给予窦威等人“赐杖一顿”的责罚，说明隋朝统治者已经充分意

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说到南北朝时代双方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的敌对冲突，人们马上就会

联想到《魏书》与《宋书》、《南齐书》的相互攻讦和诋毁。隋唐统一，海

内一家，此时人们再去书写南北朝的历史，自然就会心平气和多了。隋唐

时期修撰的南北朝史书，虽然总体上倾向于北朝正统的立场，但一般来说

并不刻意强调南北正闰的区别，既没有魏收、沈约笔下的剑拔弩张，也没

有宋、明史家那么坚定的政治原则。  

开皇间，魏澹奉诏重修《魏书》，其“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譬如东

晋南朝皇帝卒，魏收皆“书之曰死”，而魏澹改为“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

皆书曰卒”。  3
 一字之别，化解了多少敌对气氛。唐初官修诸史，不论南

北正闰，均单独成书，一国一史， 4
 这种做法多少有些让人感到诧异。按

                                                 

1
 何德章《〈魏书〉正统义例之渊源》（《北朝研究》1996年第2期）认为，《魏书》

“僭晋”、“岛夷”之类的用语，并非魏收的发明，应是因袭北魏李彪等所修纪传

体《国书》的书法。据《洛阳伽蓝记》卷三“宣阳门”条，知当时洛阳城内有四夷

馆、归正里，以处“吴人投国者”，此亦可见北魏自诩华夏正统，而指东晋南朝为

“夷”、为“闰”。  

2
 《太平御览》卷六○二，引《隋大业拾遗》（即《大业拾遗记》）。  

3
 《隋书》卷五八《魏澹传》，第5册，1419页。  

4
 据《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武德五年诏修魏、周、隋、梁、陈、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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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的历史，就无异于承认其正统

地位，但唐朝统治者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隋

书·经籍志》史部以正史、霸史区别正闰，但东晋和南北朝诸国史全都被

列入“正史”，而仅将十六国史列为“霸史”。1
 饶宗颐先生说：“《隋书·经

籍志》虽由李延寿具草，实经令狐德棻过目，又由魏徵审定，最可代表官

方意见。”2
 同样可以代表官方意见的还有唐朝秘书省所掌四部图籍的分类

法，其中乙部（即史部）分为13类，“一曰正史，以纪纪传表志”，“四曰

霸史，以纪伪朝国史”，而东晋、南北朝诸国史也都无一例外地纳入“正

史”。3
 另外，上文曾谈到李延寿《南》、《北》史尊北抑南的《春秋》笔法，

可他在《北史·序传》中却又是另一种说法：“魏、齐、周、隋、宋、齐、

梁、陈正史，并手自写。……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

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这里把南北朝诸史统称为“八代正史”，看似与他

所主张的北朝正统论相矛盾；其实在李延寿的笔下，北朝正统论只是顺应

时势的一种政治姿态，而他本人对南北正闰之争并没有斤斤计较的意思。 

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南北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在隋唐统一帝国得

到了有效的弥合。南北正闰之争的日渐淡化，就是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必

然结果。  

 

六、余论：从南北正闰之辨看宋元以降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南北正统之辨本是为解决隋唐王朝政治合法性来源而提出的一个问

题，然而在时过境迁之后，有关南北正闰的争议却并没有就此结束。  

北宋前期，北朝正统论的影响依然普遍存在。《太平御览》以西晋、

东晋、北魏、北周入皇王部（卷九五至卷一○五），而以宋、南齐、北齐、

梁、陈入偏霸部（卷一二八至卷一三四）。《册府元龟》将晋、北魏、北周

列入帝王部帝系门（卷一），而将宋、南齐、梁、陈、东魏、北齐列入闰

位部氏号门（卷一八二），且谓南朝诸国“虽则自谓水、火、木、土之运，

然而都邑居于下国，声教隔于中州，……故亦谓之闰焉”。4
 张方平《南北

                                                                                                                                            

史，迁延未成；后又于贞观三年诏修周、齐、梁、陈、隋五代史。  

1
 《史通·因习篇》指出，《隋书·经籍志》之“霸史”源于阮孝绪《七录》所创

“伪史”，将十六国史列入“霸史”，也是因循阮录之旧。  

2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30页。  

3
 《唐六典》卷一○“秘书省”，陈仲夫点校本，中华书局，2005年，299页。  

4
 《册府元龟》卷一八二闰位部总序。按宋、齐、梁、陈的德运依次为水、木、火、

土，此段文字所述顺序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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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闰论》一文专为讨论南北朝正统问题而作，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唐以土承隋，隋以火继周，周以木变魏，魏以水而绍金。昔汉祖

之正号也，去姬氏之灭，几六十年，闰霸秦而继周，著为火德，识者

以为得天统。魏氏之推历也，去愍、怀之亡亦六十年，舍四僭而踵晋，

定为水行，议者以为当正位。1
 

 

此文明确主张北朝正统论，并为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进行辩解，其

魏承晋统的说辞，与北魏太和间德运之争时李彪、崔光等人的说法如出一

辙。2
 另外，宋庠的《纪年通谱》也值得注意，此书是宋代颇为流行的一

种历史知识手册，最能代表社会大众的历史观念。据司马光说，此书“以

五德相承，晋亡之后，元魏继之，黜宋、齐、梁、陈、北齐”。3
 可见也是

正北闰南的义例。宋人所持的这种观念，大抵只是对隋唐以来盛行于世的

北朝正统论的一种因循。  

司马光修《通鉴》时，也深受南北正闰之争的困扰。据刘羲仲《通鉴

问疑》可知，司马光曾与刘恕反复讨论过有关正闰的书法义例，刘恕认为：

“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安得强拔一

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哉？”司马光对此提出两种处理办法：“南北朝

书某主而不名，其崩薨之类，从旧史之文，不为彼此升降。如此以理论之，

虽未为通，然非出已意，免刺人眼耳。不然，则依宋公明《纪年通谱》，

以五德相承，晋亡之后，元魏继之。黜宋、齐、梁、陈、北齐、朱梁，皆

如诸国，称名称卒。”不过，最终修成的《通鉴》一书却是以东晋、南朝

系年的，直至文帝灭陈之后，始改用隋开皇年号。司马光对此有一个解释： 

 

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然天下离析

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

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

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

                                                 

1
 张方平：《乐全集》卷一七，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4

册，141页。  

2
 饶宗颐先生谓张氏此文“似即针对《册府》提出异议，其不以元魏为正，则因皇

甫持正之说也”云云（见《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6页），显然是误解了张方平

的意思。  

3
 刘羲仲：《通鉴问疑》，《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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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1
 

 

虽然《通鉴》改变了自隋唐以来采用北朝正朔的史学传统，但在后人看来，

司马光对于南北正闰之争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倾向性，基本上是持一种

不偏不倚的态度。洪迈对此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晋、魏以来，正闰

之说纷纷，前人论之多矣。盖以宋继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由隋而推之，

为周为魏，则上无所起。故司马公于《通鉴》取南朝承晋迄于陈亡，然后

系之隋开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纪事，无所抑扬也。”2
 尽管如此，由于《资

治通鉴》一书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使得隋唐以来的传统正闰观念从此走

向式微。  

不过，真正从理论上彻底颠覆北朝正统论的，还是欧阳修的“绝统”

说以及朱熹的“无统”说。“绝统”说是欧阳修在正统理论上的一大创造，

《正统论》下篇曰：“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

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

斯正统矣。”  3
 若不符合这一正统标准，则被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是谓

“正统有时而绝”。欧阳修指出，历代论正统者，“大抵其可疑之际有三，

周、秦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五代之际也”。其中东晋、后魏之际

的可疑之处在于：“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隋承后魏则无始。” 4
 故他将

西晋亡国以后至隋朝统一之前列为“绝统”。朱子的“无统”说与欧公的

“绝统”说是一脉相承的，据《资治通鉴纲目凡例》解释说：“凡正统，

谓周、秦、汉、晋（起太康元年，尽元熙二年）、隋、唐。……无统，谓

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5
 根据作

者的原注可以知道，被朱熹列入正统的晋，上起武帝太康元年（280），下

迄恭帝元熙二年（420），则是包括两晋在内，与欧阳修将东晋也排斥于正

统王朝之外有所不同。6
 自秦以后，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

                                                 

1
 见《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四月“臣光曰”，中华书局，1982年，

第5册，2187—2188页。  

2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皇甫湜正闰论”，上册，113页。  

3
 《正统论》（下），《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  

4
 《正统论》（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六。  

5
 《朱子全书》第11册《资治通鉴纲目》附录一，3476—34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点校本，2002年。  

6
 清周树槐《再书正统论后》对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晋之东，未有绝之正统者，

绝之自欧阳子。欧阳子宋人也，使其生南宋，欧阳子不绝东晋矣。”见《王氏续古

文辞类纂》卷五，世界书局，1937年，上册，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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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的五运说，其基

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故即使像南北朝那样的分裂时期，也一定

要追问正统之所在、德运之所系。而按照“绝统”说和“无统”说的正统

标准来衡量，南北朝皆被摈斥于正统王朝之外，故南北正闰之争也就失去

了它的意义。  

然而，在此后有关正统问题的讨论中，南北朝正闰之辨却依然是一个

被反复提及的话题，只不过人们所关注的已不再是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

题，而主要是它所承载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宋元

明清以降，这个话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已成为历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

表达方式。  

在中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中，华夷界限通常是文化而不是种族。坚持

这种价值判断的汉族士人，一般来说并不是不能接受北朝正统论。如北宋

末年的陈师道曾经替王通《元经》所主张的北魏正统说做过这样的辩护：

“或曰：魏假之华，齐、梁、陈斥之蛮，无乃悖乎？曰：夷而变，虽未纯

乎夏，君子进之也，……矧其纯乎！”1
 金代的杨奂也有类似的见解：“舍

刘宋取元魏，何也？痛诸夏之无主也。……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

于中国则中国之也。”  2
 在他们看来，接受了汉文明的北魏王朝，完全有

资格代表华夏正统，这就是典型的文化至上的华夷观念。  

不过，华夷之辨的标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虽说传统华夷观念的主流

是以文化作为华夷之分水岭，但也常常可以看到与之相反的情形。一个带

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在汉民族处于强势地位、民族矛盾趋向缓和的时候，

人们比较容易认同文化至上的华夷标准；而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

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3
 在后一

种华夷观念的主导之下，汉族士人对于南北朝正闰之辨则表现出完全不同

的另一种姿态。如张栻作于宋孝宗乾道间的《经世纪年》一书，系以南朝

为正统，其自序对此书的书法义例做了如下解释：“由魏以降，南北分裂，

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4
 张栻区别正闰的惟

                                                 

1
 陈师道：《正统论》，《后山居士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刻本，1984

年，下册，446页。  

2
 杨奂：《还山遗稿》卷上《正统八例总序》，《适园丛书》本。  

3
 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将前者称为“文化主义”，后者称为

“民族主义”，指出这两种意识形态曾以不同的形式交替出现于中国历史上。参见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

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4—49页。  

4
 张栻：《经世纪年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七，台北商务印书馆影



 28 

一标准就是种族，身处南宋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他的这种文化立场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对于王通《元经》所主张的北魏正统说，元代杨维桢在其

《正统辨》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有作《元经》自谓法《春秋》者，而

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与志三国者等耳。” 1
 杨氏因不满陈寿《三国志》

正魏而闰蜀的义例，至称其为“《春秋》之罪人”，在他看来，《元经》在

南北朝正闰问题上的立场错误，其严重性绝不亚于《三国志》。对于隋唐

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南宋遗民郑思肖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尤其是

对李延寿的《南》、《北》二史深致不满：“其曰《北史》，是与中国抗衡之

称，宜黜曰《胡史》，仍修改其书，夺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语；其曰《南史》，

实以偏方小之，然中国一脉系焉，宜崇曰《四朝正史》（原注：《南史》但

载宋、齐、梁、陈，故曰四朝），不亦宜乎？”  2
 其言辞之激烈，态度之

决绝，可谓罕有其匹。郑思肖可算是宋元时代最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的

种族至上的华夷观念通过南北正闰之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在后代关于南北正闰之辨的讨论中，清朝统治者的态度尤其耐人寻

味。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究竟如何看待历史上北族王朝的正闰之争，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缺乏深

入的了解，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立场必定是倾向于北朝这样的异族政

权。如陈垣先生指出，主张北朝正统论的王通《元经》实为宋人阮逸之伪

作，因谓“清人勇于辨伪，而《四库》编年类特著录《元经》，即以其进

元魏为中国，可以悦时主耳”云云，3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围绕着杨维

桢《正统辨》的评价问题，曾发生过一场意味深长的争论。《正统辨》是

专门针对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而作的，按照杨维桢的主张，宋辽金三史

理应取《晋书》之义例，“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元人论宋辽金

正统者往往会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即蒙元王朝的正统究竟是来自于宋还

是来自于辽金？这实际上是承中原王朝之统还是承北族王朝之统的问题。

杨维桢力主独尊宋统，倡言“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

金之日”。《正统辨》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被陶宗仪收入《辍耕

录》。4
 四库馆臣对此文谈及如此敏感的问题颇感忌讳，故乾隆四十六年正

                                                                                                                                            

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3册，756页。  

1
 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条，中华书局，1997年，33页。  

2
 《心史·古今正统大论》，见《郑思肖集》，陈福康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133页。  

3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一，7页。  

4
 见《南村辍耕录》卷三。明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二《铁崖先生传》亦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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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抄讫的文渊阁本《辍耕录》已将此文删去，并在书前提要中对杨维桢的

正统论予以批驳：“第三卷中载杨维桢《正统辨》二千六百余言，大旨欲

以元承南宋之统，而排斥辽金。考隋先代周，继乃平陈，未闻唐宋诸儒谓

隋承陈不承周也。持论殊为纰谬。……今删除此条，用昭公义焉。”1
 恰巧

高宗在抽查文渊阁本《辍耕录》时看到了这篇提要，于是便专门写了一篇

上谕来理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四库馆臣的正统论“似是而非”，并谓杨维

桢《正统辨》“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不得谓之

纰谬”。且看他是如何解释的：  

 

   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

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

之，亦较南朝为盛，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

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至于

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

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也。 2
  

 

出乎馆臣意料的是，高宗对历史上北族王朝的正闰之争竟是这样一种认

知！就连隋唐时代力主南朝正统论的汉族士人也从未将南朝之陈视为正

统，而高宗居然认为南朝正统一脉相承以至于陈，直至文帝灭陈之后，正

统始归于隋。显然，到了乾隆时代，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

他们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因此高宗

才会如此高调地捍卫“中华正统”。这场争论最后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

高宗谕令馆臣，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正统辨》不必删除，而且

还应将此文补入杨氏《东维子集》，并让馆臣把他的这篇上谕分别冠于《辍

耕录》和《东维子集》卷首。   

南北朝正闰之争早已成为历史烟云，它之所以能够变成一个经久不衰

的话题，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借助它去表达某种价值主张和文化立场，

                                                                                                                                            

此文，谓“至正初，诏征天下儒臣修辽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预。史成，正统讫无定

论。乃著《正统辨》”。  

1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0册，411页。成书较晚的文溯

阁本书前提要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均已删去此段文字，但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书

前提要却一仍其旧，想是馆臣疏忽所致。  

2
 《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辍耕录》卷首，

并收入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八。此上谕末署“乾隆辛丑孟春”，即乾隆四十六年

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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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同时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份绝佳的思想史的分析

样本。  

 

——原载《文史》2013年第2辑  

 


